
RMB 15元  
HKD 25元  

邮发代号：82-271 
2026.04.05

2026年第7期  
总第288期（半月刊）     

林丹明
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党委书记、副校长

>P6

在变局中开新路：

中国高校如何培养科创人才

领航者

>P11 封面话题

全球职业教育变革：

   以技能引领未来



 Studying Abroad Magazine

29

Global Perspective 观海听潮

一名社科学者的学术圈“生存指南”
文 _杨敏

教育部于 2025 年发布的数据显示，2024

年中国的在读博士生数量为 67.63 万人，是 20

年前的四倍有余；招收博士生 17.11 万人，比上

一年增加了 11.6%。在博士生人数持续增长的

当下，学术经费削减、找教职之难、“青椒”压

力之大、学术圈之“卷”有目共睹，这亦是一个

全球性的问题。

2025 年，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社会

学系教授钱岳出版《进入学术圈》一书，详细

拆解了自己在北美 15 年的学术生涯。她的学

术之路在外人看来平坦顺遂：2010 年赴美国俄

亥俄州立大学攻读社会学博士项目，2016 年成

为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的助理

教授，2021 年顺利拿到终身教职、晋升为副教

授，2025 年晋升为教授；并在 2022—2025 年

度入选全球前 2% 高被引科学家名单。但她在

新书里提到，自我怀疑、论文反复被拒的挫败、

工作倦怠，以及对抗各方面的社会压力，是其

读博与学术工作的日常。该书不仅从“术”的层

面，分享了文献阅读技巧、论文修改大法、内向

者的学术社交之道、“非升即走”的生存策略，

也从“道”的层面，探讨了学术工作的意义与自

我赋权的路径。近日，《留学》杂志就其新书中

的相关观点专访了钱岳。

在有“毒”的学术界谋生存
《留学》：读这本书，感觉读博是一件压力很

大的事情，需要强大的心理素质和坚定的信念。您

在读博期间，压力最大的时候是哪个阶段？当时是

怎么度过的？

钱岳：是的，从读博到现在，我一直觉得学

术这条路不容易。整个读博的过程，其实就是

不断地克服阶段性压力的过程。一开始最大的

困难就是英语不好—当时每周要读 200 多页

的英文文献，我每天都在想怎么熬过这一周，

怎么才能把文献读完、怎么完成下周的作业。

除此之外，还需要准备课堂上要讲的内容，要

能和老师、同学进行简单交流，而不是全程沉

默。国外的研究生课程都是研讨课，我记得我

选过一门三小时的课，完全由学生主讲，而且美

国同学讲话速度又很快，我根本没办法和他们

顺畅交流，那段时间压力特别大。另外，我在美

国读的是直博项目，学校要求我们在读博的前

两年提交一篇硕士论文，拿到硕士学位之后，

再正式进入博士阶段。所以，第一年还要考虑

怎么完成第二年的硕士论文；第二年写完了硕

士论文，又要考虑怎么尽快将它发表到学术期

刊，同时准备博士资格考试—要读几百篇文

献，然后根据文献闭卷回答问题；资格考试之后

就要开始考虑博士论文的开题和写作，还要同

步找工作……虽然每个阶段都有压力，但相对

来说，刚从中国到美国的适应阶段是最难的，而

从博士毕业到找工作这个阶段的压力是最大的。

所以，在这些时期其实谈不上什么“坚定的信念

感”，更多的是一种“先把这个阶段熬过去”的

想法，一步一步攻克难关。

《留学》：书中专门有一个章节提到了要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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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生涯的支持体系，您是如何构建自己的支持体

系的？

钱岳：很多人都在博士论文的致谢里写：

“需要一个村庄的支持才能完成博士学位。”

学术界是 很有“毒”的，无论你多么努力，得

到的反馈大部分都是批判性的：写了几年的论

文，都可能被批得体无完肤；无论你做得多么

出色，总有人说你应该更好……所以，在日常

生活中建构一个自己的支持体系非常有必要。

就我来说，我遇到困难的时候会跟我的导师吐

槽，甚至哭诉，他们总是一直鼓励我、支持我。

同时，系里的其他老师也很重要，他们能从不

同的层面支持到你，比如有的老师方法论更

强、有的老师理论功底更深厚、有的老师深耕

中国研究等。另外，一起读博的同学也特别重

要，我们一起上课、一起吐槽读不完的文献、

一起准备博士资格考试，也会彼此分享找工作

的压力，抱团取暖。比如，我读博期间有个美

国朋友，我们每天都会见面、一起吃午饭，过程

中我们会聊工作、聊生活，这种日常生活里的

支持特别重要。

“学术内卷”现象的本质
《留学》：您怎么看待现在的“学术内卷”现象？

钱岳：现在国内对量化指标的过度追求，

会导致人和学术的异化。国内大部分高校都有

期刊发表清单，分一区、二区、三区之类，同行

投稿都要按照这个清单来。如果不是清单里的

期刊，或者排名比较靠后的，就不纳入考核。我

记得饶毅老师发表过相关的文章，说中国的科

研评价体系需要改革，我特别认同。当然，也有

人说，如果不看量化指标，就会出现人情世故、

暗箱操作的问题。改革确实是一个复杂的问

题，涉及很多潜在因素，但我觉得，与其过度关

注发表的期刊是什么级别、影响因子是多少，

不如回到研究本身——它是否真正有价值、是

否能解决实际问题，这才是学术研究的核心。

如果评价体系能增加对研究内容的质性评价，

大家能更深入地探讨有关科研质量的根本性问

题，可能会有更多收获，而不是陷入“内卷”的

怪圈。

《留学》：如果不设置外在的标准，如何评价

一篇论文在学术界的影响力呢？

钱岳：如果审核和评定职称的委员会具备

足够的能力、公正性与客观性，并且大家对评审

体系有共识和信任，那么这个机制就能良好运

作。这也是文化自信的一种体现——我们对学

术作品的认可，无需过度依赖量化指标。

《留学》：最近 看到一个数据，从 2002 年

到 2022 年，美国博士生选择进入学术界的比例

大幅下降，而去企业就职的比例则从 24% 上升到

48%，您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钱岳：从供给端来看，现在的博士数量比之

前增加了很多，而且越来越多的北美高校聘用

非终身教职的老师，比如合同工、一两年的短

期讲师等，这类岗位没有长期保障，与国内的

编制不同。当博士的供给在增加，而学术界的

稳定需求在减少时，这些博士生的就业方向自

然会发生变化。所以，现在的博士项目也变得

更加职业化，不仅仅专注于培养学生的学术能

力、教学能力，还会开展很多职业化训练，教学

生如何将学术界的技能转化到其他领域，助力

博士生寻找非学术界的工作。

支持性的“非升即走”政策
《留学》：在获得终身教职之前，您也面临了

“非升即走”的压力，当时是怎么应对的？

钱岳：首先，国外高校的量化标准没有国内

明确。国内很多大学会明确要求教师发表论文

的数量、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身份发表的论

文数量等，国外则很少有这么绝对的量化指标，

不过这也有弊端，可能会因为评审的主观性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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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滋生不平等。其次，在国外，有承担的基金项

目，对终身教职的评审大多数情况下是锦上添

花—能拿到基金当然最好，但拿不到也不代

表你就没有获得终身教职的能力。最后，国内

外高校对待青年教师的心态不一样。国外高校

更像是“投资”，他们从众多候选人中选择了

你，就会觉得你有潜力，愿意投入资源帮助你

成功，所以在国外高校的终身教职评审中，助

理教授往往不用和别人竞争，只需要做好自己，

建立自己的学术身份，证明自己在学术领域的

独特贡献。而国内可能更强调“筛选”，先招很

多人，最后筛选出少数人，有点像“荒野生存”，

只有跑得最快的人才能留下。从长远来看，青

年教师的安全感和尊严，应该来源于做科研的

乐趣，而不是为了达到硬性指标的求生压力。

《留学》：在从助理教授晋升为终身教授的 5

年里，学院给了您哪些具体的支持？

钱岳：首先，青年教师的服务性工作很少，

大部分的服务性工作，比如组织活动、为其他

同事撰写奖项提名信、参与系里的日常委员会

等，都是由资深的、已经拿到终身教职的教师

负责。其次，在教学安排上，学校会根据你的研

究需求来作调整，最大程度上提升你的科研效

率。比如有的同事做田野研究，需要去其他国

家待 6 个月收集数据，学校就会安排他们一个

学期集中上课，另一个学期脱产做研究。就我

自己来说，我早期需要整块的时间做研究，和

系主任沟通之后，确定我的教课时间固定在周

二和周四，另外三天就可以完全投入我自己的

研究。最后，学校或系里会有专门支持青年教

师的“种子基金”。比如，在申请大型项目之前，

“种子基金”会优先资助青年教师，帮助他们

做小型的基础调研或初步研究。

读博，也是一种“自我赋权”
《留学》：对那些正在犹豫是否要读博的人，

您有哪些建议？

钱岳：之前我看斯坦福大学社会学系周雪

光老师的一篇专访，其中提到有学生每天工作

固定的小时数就需要看到对应的产出，对及时

反馈的期待很高。但从事学术工作是很难在短

期内就有所收获的，一个研究项目可能需要好

几年的时间才能出结果。所以我觉得，踏实、有

耐心的人可能更适合读博。另外，如果你对一

个研究方向有强烈的兴趣想要做深入的探索，

也会极大地支持你的读博过程，这份内在动力

会支撑你渡过很多难关，让你觉得眼前的苦都

不算苦。但如果你只是为了拿一个博士学位，

没有真正的研究兴趣，那读博的过程会非常痛

苦，可能也很难坚持下来。

《留学》：在书中，您提及这些年最大的成长是

“自我赋权”，能否具体阐释一下？

钱岳：我在 美国 撰 写 硕士 论文 时 想研究

中国的“剩女”问题，当时我 27 岁，按照国内

的说法，我已 经 是“剩女”了，但我的美国朋

友说，在美国就 算你 40 岁单身，也没有人会

这样评判你。所以，读社会学给我带来的一个

最 大收获，就是帮助我 从不同的角度去理 解

个人困境，也能 够 把个 体经 历放在社会文化

的框架里去分析，用更宏观的视角看待问题。

比如，我最初做研究时发现，在中国，受教育

程度高的女性的结婚率低于受教育程度低的

女性，但后来我发现，在美国，受教育程度高

的女性的结婚概 率反而更 大，这 就 加入了跨

文化的视角，让我能 理 解女性在不同社会中

的生存 状态，也能更 加辩证地理解婚姻在不

同文化背景下对个人生活所赋予的意义和所

产生的影响。另外，我认为读博本身也是自我

赋权的过程。读博的这五六年时间，是非常宝

贵的可以静心钻研、探索问题的阶段，也是一

个明确自我身份、思考如何度 过人 生的良好

契机。


